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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 到 来，依 靠 大 规 模 系 统 历 史 资 料 构 建 量 化 数 据

库并进行定量分析成为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如何将这 类 历 史 资

料进行合理有效的编码和数据库化，并通过实证分析更好地帮助我们 了 解 社

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对当下的启示，成为学界需要加强探索和讨 论 的 关

键技术课题。本文试图借助笔者多年来整理、分析近现代中国高校 大 学 生 学

籍卡资料的经验，说明这种新方法论视角用于定量分析历史资料的重 要 价 值

与必要性，以及可能存在的诸多挑战和可供参考的应对办法。希望 藉 此 引 起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学者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关注、讨论、尝试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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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构建和分析大规模量化微观数据是全球学

界蓬勃发展的一 种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方 法 的 新 趋 势（Ｒｕｇｇｌｅｓ，２０１４）。与

二战后以计量史学（ｃ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或新经济史（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为

代表、侧重数理模型和高级统计分析方法的历史定量研究，或是许多以

当代社会统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微观定量研究相比，这个新的方

法论视角更关注数据本身，尝试通过以人口总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而非样本

（ｓａｍｐｌｅ）数据、以微观层面（ｍｉｃｒｏ－ｌｅｖｅｌ）而非集合层面（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ｌｅｖｅｌ）数
据来提高社会科学定量分析在方法选择上的灵活性和在多层次社会信

息利用上的有效 性。１除 了 较 为 经 典 的 横 截 面（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人 口 普

查微观数据库外，近年来一些基于长时段（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行政记录的大

规模量化微观数据库，如人口户籍数据、经济交易数据和医疗数据等，
大大推动了人们对社会不平等、人口与健康、教育与经济发展等许多社

会科学经典议题的新认识。２

１．有关大规模 量 化 微 观 数 据 对 学 术 研 究 和 社 会 科 学 方 法 论 的 促 进 作 用，参 见 鲁 格 尔 斯

（Ｒｕｇｇｌｅｓ，２０１４）的研究。

２．有关近年来国际上包括人口统计微观数据和人口户籍微观数据在内的横截面和长时段大

规模量化微 观 数 据 库 的 发 展 及 对 人 文、社 会 和 自 然 科 学 的 学 术 贡 献，参 见：Ｄｏｎｇ，Ｈａｏ，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Ｓａｔｏｍｉ　Ｋｕｒｏｓｕ，Ｗｅｎｓｈａｎ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Ｚ．Ｌｅｅ．“Ｎｅｗ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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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这些长时段、大规模、多层次的新型微观数据库为复杂统

计分析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试验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其

全面或系统覆盖被研究人口总体的特点降低了基础定量分析研究的门

槛。比如，通过构建相应量化数据库，一些不是特别精通高级统计分析

技术的学者也可能 理 解 和 进 行 基 本 描 述 性 统 计 和 相 关 分 析，通 过“更

全、更细致”的数据而非“更精、更复杂”的方法得出一些基础但重要的

新发现，这有利于把定量分析在研究广度与定性分析在视野深度上的

优势结合起来，促进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
中国史学家同样有重视考证方法的科学化和系统性扩展研究材料

的学术传统。当代中国史学家发现，历史资料大扩展在推动历史研究

的同时，也会成为历史研究的障碍和壁垒。历史学家如果不能用有效

的研究方法进行武装，那么，在历史资料大扩展的同时，历史学研究可

能会走入“愈发琐碎的考证的泥潭”。借助社会科学化的研究方法，例

如建设大规模数据库，则可能是逾越“大历史观”、整体史研究与繁芜历

史资料间鸿沟的有效办法（金观涛、刘青峰，２００８），这为今后历史学研

究的发展指明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在为大规模微观数据库和定量分析方法给社会科学和史学研

究打开一扇新大门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更要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一种新

方法的运用和发展是简单、顺畅的。诚如许多同仁指出的那样，与其他

任何社会科学定量和定性研究一样，我们在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时，
需要特别注意正确把握数据材料的代表性（或者说选择性）、编码的可

靠性、分析方法的合理性，以及结论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等。分析历史数

据的复杂性往往更甚于分析当代数据，所以，在这条通过运用“新”方法

研究“老”数据以加深认识个人社会长期互动发展的学术道路上，还需

要更多社会科学界和史学界的同仁贡献才智经验，跳出学科壁垒，共同

努力探索。本文将以过去１０多年从事２０世纪中国大学生学籍卡资料

收集与研究分析的经验，简要探讨对此问题的认识，并回答一些学界同

仁对这种研究的质疑或困惑。

一、历史资料社会科学化研究的逻辑

历史资料能留存至现在是有很强的“随意”性的。许多有重大学术

价值的历史资料和数据甚至是“碰运气”得来的。当下社会科学定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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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数据收集方法论体系基本上是２０世纪中后期学科迅速发展的产

物。绝大部分历史资料都早于这个阶段，而且绝大部分历史记录都并

非为学术研究而存在，而往往是行政管理、商业交易、宗教风俗等各种

社会经济制度的衍生品。这些现实共同决定了基于历史数据的学术研

究几乎无法像许多 当 代 定 量 研 究 那 样 事 先 制 定 详 细 的 研 究 计 划 和 步

骤、设计具体变量和指标、确定特定研究对象和科学化收集相应信息。
但是，无论是对历史数据，还是当代数据的研究，都是同等重要且互补

的，其目的也更为一致，即如何通过有限的数据最大化地巩固已知或构

建新知识。
显然，历史数据的局限比当代数据要大得多。一方面，由于不是专

为学术研究设计和收集，历史数据所包含的信息往往未必尽善尽美，并
且无法重新收集。另一方面，更为现实的是，时至今日，很多历史资料

都因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完整留存或公开，导致数据缺失。可供分析的

有效数据往往只局限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或其他类型的局部个案。
个案研究的逻辑往往成为应对历史数据所具有的各类现实问题的

折中之策。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认同有学者强调的“标准的定

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是随机抽样”。随机抽样只是通过利用有限“个案”
信息合理推论“总体”情况的一种收集信息和统计推论的方法，远非定

量分析的全部或“基本前提”。各种基于“总体”数据直接进行分析的定

量研究，如常见的基于人口普查微观数据的研究，就是反例。就受限于

数据缺失的大规模量化微观数据“个案”研究而言，只要数据能全面系

统覆盖这个“个案”（如某些 地 区、某 些 组 织 等）内 的 所 有 分 析 个 体（如

人、事件等），那 么，这 些 数 据 记 录 的 就 是 该“个 案”自 身 所 定 义 的“总

体”。基于“个案”数 据 应 用 各 种 定 量 分 析 工 具 得 出 的 结 果，对 于 这 个

“个案”本身是可靠 和 有 效 的。如 需 进 一 步 基 于“个 案”数 据 结 果 对 由

“个案”组成的更高层面的“总体”（如一个包含很多地区的国家或包含

很多组织的行业）进 行 推 论，则 需 要 研 究 者 继 续 附 加 一 定 的 分 析 和 讨

论，不能直接将“个案”的经验等同于“整体”的经验。前文提到，留存下

来或可供分析的历史数据往往比较“随意”且原因复杂，若将这些可供

分析的历史数据作为“个案”，那么这些“个案”往往不具有对“整体”的

统计代表性，因为它们并非由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来确定，但这不等

于不可以用个案分析的结论来推论总体状况。实际上，有学者已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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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少数研究对象来推理总体存在着两种不同逻辑或方法，一种可称

为统计性扩大化推理，即从样本推论到总体的归纳推理形式，这也是统

计调查的逻辑基础。另一种则可称为分析性推理，即直接从个案上升

到一般结论的推理形式，这是个案研究的逻辑基础（王宁，２００２）。所有

个案都是自身个性和总体共性的统一体，如果“个案能较好的体现某种

共性，那个案就具有了典型性”（王宁，２００２），个案研究也由此能推论或

揭示总体的某些普遍性。这两种逻辑非但没有高下之分，而且还可以

互为补充。当然，不同于抽样调查数据相对直接客观的“总体”代表性，
在基于个案研究逻辑的学术讨论中，到底研究者认为的“个案”代表性

是合理还是臆测，其对“整体”的推论是恰到好处还是言过其实，则是一

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具体实证问题，而非方法论问题。
“无声的革命”３便是这种基于大规模长时段微观数据库的“个案”

研究。“无声的革命”研究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两个个案为基础，通

过定量分析两校１９４９年后到２１世纪初共１５万多份的本科生学籍资

料，探讨５０年来两校学生社会来源的结构性变迁，并以此为基础探讨

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高等教育的状况。对北京大学、苏州大学两

校的选择，显然不是对全国精英大学随机抽样的结果，但我们认为，通

过这两个高校的分析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对了解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情况

和历史演变有很大帮助。

３．这一研究包括一篇文章（梁 晨 等，２０１２）和 一 本 著 作（梁 晨 等，２０１３），以 下 简 称“无 声 的 革

命”研究。

首先，自统招统考制度确立以后，全国高校的招生都是在此规则之

下，较为被动地从教育主管部门划定的招生范围内按计划分批次招收

符合规定的学 生。统 招 统 考 的 政 策 基 本 限 定 了 学 校 招 什 么 条 件 的 学

生，在哪里招学生以及招多少学生等等。同档次、类型相近的大学由于

招生分数线或标准相似，新生来源具有相似性。因此，在这种制度下，
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个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依据它们的数据可以

窥见全国或江苏同分数段或同等类型高校的情况。
其次，“无声的革命”研究使用的是多重个案，而不是单一个案，两

个不同的个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确认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遍性。只有

两所大学在数量上当然谈不上丰富，但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几乎在各

个方面都不尽相同，比如精英程度、隶属关系、历史沿革、影响范围与招

·８９·

社会·２０１５·２



生区域等均存在差异，而且又与同层级大学有很多共性，据此推论不同

层级精英大学的学生来源状况较为合适。４

４．关于以上两方面北京大学、苏州大学个 案 的 可 推 理 性 更 具 体 讨 论，可 参 见：梁 晨 等（２０１３：

２９－３６）。

５．学籍卡研究时编码工作的具体考虑和操作可参阅梁晨等（２０１３：３７－５７）。

最后，即使对于定量研究本身而言，学籍卡等个人历史信息资料也

可以弥补相关随机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的不足。很多有关高等教育和生

源社会背景的定量分析都依靠抽样调查数据。这类数据强调统计代表

性，试图通过统计推论将样本所反映的信息推及到研究者关注的学生

总体，但抛开回溯性社会调查所面临的如生存、迁移等选择性偏误和记

忆偏误不谈，社会抽样调查资料除特殊设计的问题以外，往往无法提供

更多被调查个体在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同辈（ｐｅｅｒ）信息，如其他同

校、同专业、同时期学生的家庭背景、性别构成等等。由此可见，基于具

体学校的全部学籍卡建成的数据库的首要学术价值不在于统计推论全

国整体，而在于它能够真实地反映不同时期 人 群（ｃｏｈｏｒｔ）与 其 所 处 不

同社会环境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结合调查数据的统计代表性与档

案数据的深度与历时性，或许会成为未来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二、历史资料数据化处理的问题与应对

对各类历史资料所含信息进行系统、合理的分类与编码是开展数

据库构建和进行最终定量分析的基础和前提，但历史资料并不是为既

定的社会科学研究编码或分类体系而创建的，选用何种标准可以准确、
合理地在定量分析中反映历史资料信息便成为难题，更何况大规模、长
时期的历史资料还普遍存在体量庞大、填写混乱、内容缺失和不同年代

同类信息含义有差异等诸多问题。采用灵活、有效的编码方法成为研

究历史数据成败的关键。基于现当代大学学籍卡资料的研究，我们认

为以下几条经验或原则可供参考：５

第一，通用、权威的分类或编码标准可作为历史数据编码的基础，
但决不能为单一标准所囿，应充分考虑材料与研究对象的实际，尽量挖

掘材料自身信息，采取多种方法，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比如，对于

学生的专业院系，国家前后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和标准，各学校又有一定

的灵活性和差异性，因此，我们既要尊重各学校的实际，又要参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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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院系 专 业 进 行 两 次 编 码 和 相 应 运 算。对 于 职 业 编 码，我 们 以

《国家职业大典》为依据，６同时 参 考 边 燕 杰 等 在“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中的办法（边燕杰、李路路、蔡禾，２００６），对具体材料进行充分挖掘，尽

量多和准确地对职业进行编码分类。我们不仅采用了能够找到的不同

年代的国家或各省颁行的省重点中学名单，也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市

县重点，以及在江苏地区乡镇地方社会占据重要地位的“县中”进行了

编码统计，使得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大学生的社会来源，也直接反映了

中国各类中学的学生构成情况。

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 下 简 称《职 业 分 类 大 典》）于１９９９年５月 颁 布。作 为

中国“第一部对职业进行科学分类的权威性文献”（参见该书前言），《职业分类大典》将职业划

分为８大类（１位码）、６６中类（３位码）、４１３小类（５位码）和１８３８细类（７位码）。因应新职业

的不断涌现，在保持总体框架不变的原则下，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先后组织专家对《职业分

类大典》进行了增补修订。

７．李强（２００８）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有５个 方 面 的 重 要 转 变 导 致 原 有 社 会 身 份 体 系

的瓦解，其中第一个便是“农民开始突破户籍身份的限制”。

第二，长期、连续的大规模历史资料往往包含多种信息，在研究分

析时需要仔细辨别，选择最贴切的信息构建研究变量，而不是选取便于

归类、编码却可能失真的信息。例如，一般学籍卡资料都提供了学生户

籍和家庭住址两项信息。以往的研究习惯注重分析由官方统一划定的

户籍内容，忽视相对较难处理的具体家庭住址信息，但众所周知，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人户分离的现象日趋突出，特别是大量农业户籍的

人口实际常年生活居住在城镇中，户籍对于居民城乡流动的限制越来

越小，比如，湖南、四川、安徽等省的大量农民南下广州和深圳打工，江

苏也有很多农民离开农村，进入附近的城市、集镇的乡镇企业工作等。
户籍在反映一个人或家庭的实际生活与工作环境上并不如家庭居住地

址直接。当我们的研究是关注学生真正的居住地的城乡分布时，以户

籍来区分学生的城 乡 来 源 不 如 以 家 庭 地 址 区 分 更 加 符 合 实 际。７又 比

如，学籍卡中普遍存在的家长职业和家庭出身内容都可以在一定程度

反映学生的家庭背景。家庭出身作为一项重要的官方身份区分标准，
学生填写的标准程度很高。虽然家庭出身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的３０多年里

确实起到一定的社会区分作用，也有一套完善和易于统计操作的分类

标准，使得目前不少学术研究热衷于对其进行分析统计，但实际上，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家庭出身就基本失去了社会意义，根本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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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社会的变革与实际，所以我们选择分析家长职业而不是家庭出身。
因此，尽管户籍和家庭出身信息非常容易被分类，且被许多主流社

会抽样调查问卷采用，我们也确实对其进行了定量分析，但最终并没有

在主体研究中采用和汇报结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会抽样调

查强调问卷对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人口的普遍适用性，其变量设

置不免会更加注意简明直接的分类。大部分可供分析的相关信息都是

以类似的形式出现，大部分采用这些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献就不可避免

地采用了这些分类的方式，成为主流。但这并不代表在有其他形式的

材料和更丰富的信息时，我们应该僵化地沿袭既有分类，放弃更加细致

的信息所带来的学术价值。所以，我们认为研究者必须注重社会的实

际变迁，选取历史资料中最能提供翔实信息的变量设计与编码方式，而
不能局限于已有的标准或研究习惯。当然，在最大化利用丰富信息的

同时，重视研究设计和结果与已有研究，尤其基于不同材料类型的研究

的可比性，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对历史资料 的 灵 活 编 码，还 体 现 在 根 据 具 体 研 究 问 题 的 需

要，对特定变量编码的宽严结合。学籍卡一类的材料，表格信息都由学

生填写而来，大家对填写标准的认识程度参差不齐，内容自然五花八

门，这给编码带来了很大难度。实际上，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自填型

的社会问卷调查和其他信息收集方式同样不可避免，如果不谨慎处理，
就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就“无声的革命”研究而言，职业编

码即是如此。学生在此处填写父母工作单位名称的有之，填写职务的

有之，混合杂乱的亦有之。比如，对于职业编码分类中的第一大类“国

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或我们通俗称呼的“干部”，
根据学生填写的信息种类，很多难以准确判断是负责人还是一般工作

人员。很多学生填写了具体职务，如主任、队长、经理等，不结合更具体

的信息根本无法弄清楚这些职务是否算得上负责人，因为太多不同等

级和类型的单位可能存在这些头衔。如主任可能是中央机关的部门负

责人，也可能是乡村的治保主任或妇女主任，性质完全不同。经理在改

革开放后的经济活跃地区更是多如牛毛，任何一个单位的销售员、采购

员都可以冠以此头衔，以便于他们的工作。
考虑到大部分历史数据都无法如当代专门社会调查一样可以重新

收集和确认信息，我们建议遵循的处理原则是在明确研究侧重点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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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通过灵活编码分类实现对某些值得特别关注的类别的测量偏误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方 向 进 行 大 概 的 控 制 和 估 计。“无 声 的 革 命”研

究关注的是精英大学的生源开放性，即关注较普通社会阶层如工农家

庭等学生的比重，所 以 我 们 对“干 部”采 取 宽 松 的 编 码 标 准，但 对“工

人”、“农民”则采取严格的标准。各种带“长”的职业、各类经理、意义含

混的干部都被按负责人编码。这样做，会在分析时高估父母是干部的

学生数量，使得干部子女比例比实际要大，同时低估父母是工农职业的

学生数量，使工农子女比例可能比实际要小。按照这样的统计标准，在
清楚测量偏误方向的情况下，我们仍发现，无论和中国过往的历史，还

是和西方近３０年的情况进行比较，高考制度下的两所精英大学仍有较

高比例的工农学生。换句话说，在理想情况下，如果我们所担心的学生

自填信息偏差得到纠正，真实干部子女比例可能更低，真实工农子女的

比例可能更高，所以我们的研究设计和结果对于这类测量偏误是稳健

的，只有这样我们对定量结果和由此产生的推论才比较有把握。
总的来说，由于时代背景错综复杂，历史资料建立和涵盖的时间长

短不一，记录的内容可能不一致或不完整，且难以以今日的常识去直接

理解等，使得历史资料的编码与量化分析存在一定困难和特殊性。将

历史资料所记载的复杂信息灵活妥当地分类并设计变量编码方式，并

非简单依靠电脑技术或其他模版即可实现。这种历史资料的复杂性一

直是历史研究的难点，同时也是历史学学者学习、训练和研究的重点，
因此，历史资料的编码与量化，需要社会科学化的分析技术与知识，但

同样离不开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功底和经验。

三、历史数据分析结果的理解与推论

定量分析不仅能帮助发现很多未知现象，很多发现还与我们的预

设、常识和已知有很大不同。依照我们的经验，不仅是学籍卡资料，包

括很多人口记录、财产登记等长期、大规模历史资料在数据库化并进行

定量分析后，非常容易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发现。“无声的革命”研究

很多重要的新发现 与 我 们 最 初 的 假 设 或 前 人 研 究 的 经 验 认 识 就 不 相

符。对这些新发现 的 理 解，仅 靠 数 据 本 身 或 定 量 分 析 其 实 是 不 够 的。
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量化数据库化是相当有难度的，而对历史数据

定量分析结果的理解和诠释挑战更大，是当前和未来从事历史数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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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析的学者所必须面对的难题。因此，构建历史资料量化数据库和

定量分析，要想真正有效地理解数据，对规律性现象形成深入认识，仅

靠单纯的技术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将计算结果或新发现放回历史结构

或背景中去，才能得出系统和合理的结论，从而不仅能通过数据挖掘新

发现，更能解释和理解这些发现，进而改变我们固有的历史和社会科学

理论与认知。正是因为社会历史环境与数据材料的双重复杂性，我们

认为，类似基于长时段大规模历史数据的社会研究一定需要重视细化

分析时空趋势，不可脱离环境，一概而论。

８．相关统计结果请参见：梁晨等（２０１３：第三章）。

比如，我们曾普遍认为“文革”时期是中国农民教育状况最“革命”
和“进步”的，但包 含 相 应 部 分 年 份 所 有 学 生 资 料 的 学 籍 卡 数 据 表 明，
“文革”时期两校学生中农民子弟的比例不仅低于１９６５年前，更是在

１９４９年后首次出现下降。８这促使我们对“文革”宣称的将几千年科举

制度和招生考试政策一下子废除，直接从工农兵中直接推荐“政治思想

好”、“身体健康”和“有一定实践经验”的青年上大学的制度的真实效果

产生怀疑（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２：４３３）。工农兵学员推荐制看起

来是非常有利于工农子弟上大学的，在政策推行的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期间

似乎也确实达到了效果，但这两三年的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整个时期

的现实。国内很多研究和回忆都指出，在制度推行了几年以后，“开后

门”等腐败现象便越来越严重，各级干部子弟都可以方便地利用特权进

入大学。有学者指出，“文革”中各种“走后门”入学取代了此前的“走后

门”当兵，成为干部子女角逐竞奔的新热点（刘小萌，２００９：２１７）。农村

干部也纷纷利用自己掌握的推荐权力为亲友“开后门”。四川有知青回

忆说：“（高校）招生几乎完全被公社及大队干部所垄断。有些地方将这

些干 部 的 娃 娃 依 次 排 队，推 荐 的 名 单 竟 排 到 了１９８７年。”（刘 小 萌，

２００９：２１８）苏州大学学生的状况也对此有所体现。当时苏州大学学生

中的工农比例虽然达到最高点，但如果分析学生家长的职业类别则会

发现，干部子弟在这个时候出现强劲增长，工人子弟的比重还出现了下

降。从家庭居住地 来 看，农 村 的 学 生 出 现 大 幅 度 下 降，城 市 学 生 则 上

升。其他一些学者 的 研 究 也 证 明 工 农 兵 学 员 实 际 上 被 各 级 官 员 所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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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后期学生来源基本上是各类干部或干部子弟。一些国际同行的研

究也印证了这一看法。周雪光等（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Ｈｏｕ，１９９９）对中国２０个城

市的调查发现，工农兵学员中干部子弟的比例异常得高是一个突出的

现象。１９７２－１９７９年间，父亲的职业对子女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越

来越大，干部子弟的优势也越发明显。考虑到这一现实和中国长期以

来的社会文化，我们认为，这表明客观的考试让位于侧重各种表现的推

荐是有极大风险的。

９．关于北京大学、苏州大学两校农村学生的地区分布可参见梁晨等（２０１３：８５－８８）。

又比如，统招统考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学制度成为理解

中国高等教育革命性转变的关键。两校的一个基本史实是，生源高度

集中于少数重点中学，特别是省级重点中学。这促使我们以数据为基

础，结合改革开放前后两校学生社会来源的总体状况、地区分布状况等

反思如今被广为诟病的重点中学制度。一方面，我们当然认可重点中

学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层面，比如重点中学主要分布在城市而农村

很少设立，重点校与非重点校、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二元结构叠加成为精

英大学中农村学生减少的重要原因。又比如，很多省重点的“县中”成

为所谓“高考集中营”，学生的学习压力巨大，素质教育无从落实等。另

一方面，由于重点中学在招生时受“高考”导向影响，客观考试是主要方

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出身照顾政策取消后，两校生源在相当长时期

内还能保持多样性。重点中学重视分数和培养学生高考能力在这个角

度看是有一定积极性的。我们发现，一个地区如果经济发展条件不是

很好，可以通过集中加强教育投入，特别是对中学等基础教育予以重点

投入，一样能取得超出经济水平的教育优势，这点对于经济水平中等的

地区尤为适用。比如，江苏南通市在经济方面并不突出，但整个地区重

视教育投入，不仅市区，甚至每个县（市）的中学都是重点，高考表现非

常突出。而“县中”作为广大乡镇、农村子弟升入优秀大学的最关键渠

道，如果某些省，如江苏、福建等，努力将全省范围内每个县至少一所中

学打造成省级重点中学，其农村生进入北京大学的能力就会很突出。９

我们认为，应该重视重点中学向精英大学输送学生高比例的现实，
更好地发挥其突出的输送能力，从而保证大学生源多样性的延续。简

单废除重点中学的做法在现实中已经被证明不成功。近年来，中国社

·４０１·

社会·２０１５·２



会刮起了一股废除重点中学的风潮，重点中学作为教育不公平和社会

不公平的重要标靶，成为舆论讨伐的对象，大多数省区教育部门也先后

表态要取消重点中学。实际的情况是，大多数省区只是将重点中学的

名号换成了“示范校”、“星 级 校”，真 正 的 变 化 其 实 并 不 大。从 北 京 大

学、苏州大学的情况看，与其纠缠重点校的存废，不如更关注重点校招

生的公平与多样化，逐步提高重点与非重点间的差距，让更多学校达到

重点水准，才是在新世纪保持并拓展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的有效与现

实的途径。
基于上述探讨可见，对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和讨论，是需要定量研究

与定性研究并重的。有学者认为定量与定性两种基本研究方法“逻辑

各异”，在“无声的革命”研究中没有合理统一，我们认为这当然是值得

继续探讨和提高的。针对我们前文所阐释的个案研究逻辑对整体认识

的贡献，作为解决研究历史数据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折中之选，若有学

者能提出合理统一的定性定量方法，解决这种“方法错位”的方式，我们

非常愿意学习和改善。不过，我们认为，定量与定性研究虽然有诸多具

体操作层面的不同，但在最基本的逻辑上是殊途同归的，本质都是基于

问题，厘清事 实，确 定 解 释 并 排 除 替 代 解 释（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最后形成或修正理论。因此，巴比（２０１２：２４－２６）认为，两者的主要区

别仅在于资料的“数据化与非数据化”，“数量分析本身不是目的，只是

认识的手段”（巴勒克拉夫，１９８７）。在学术研究中单独使用定性或定量

方法都存在明显不足，作为两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

析应该互相融合而不是截然对立的（吴承明，１９９３，２００６；Ｃｒｅｓｗｅｌｌ，２００３）。

四、历史资料数据化与定量分析的必要性

人文与社会科学 研 究 往 往 会 预 先 设 定 研 究 问 题 或 理 论 模 型 和 假

设，然后去寻找相关材料，但部分研究因为材料收集有较强的主观性和

选择性，往往倾向重复确认“已知”，忽略发现“未知”，很难促进对社会

事物整体规律统一且有效的认知。在历史学领域，李伯重（２００２）认为

存在“选精”与“集粹”两种惯用却弊端很大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在

本质上并无较大差异，其特点都是通过从历史资料中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例证来推导出结论。但代表性本身并没有统一标准，研究者常将“某
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现象普遍化”，从而丧失真实性，研究结果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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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１０因此，众多基础的“史实”在当下中国可能都需要学者们努力

“重建”一番（茅海建，２００５：自序）。

１０．李伯重（２００２：１１０－１２１）指出前者是指“从 有 关 材 料 中 选 取 一 两 种 据 信 是 最 重 要 或 最 有

‘代表性’的，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后者是指在研究“一个较长时期或一个较大地区 中 的 重

大历史现象时，将与此有关的各种历史资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 若 干 最 重 要

或最有代表性的，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证据，以求勾画历史现象的全貌”。

构建量化历史数据库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模式是在明确研究方向和

研究问题的基础上，以“大数据”为驱动，发现社会实际与证实／修正社

会理论并重。定量分析不应只是对数据单纯地简单描述统计和相关分

析，而应以理论为导向从大规模数据中发现“已知”和“未知”规律并回

应、补充或 升 华 已 有 理 论 的 有 效 工 具（Ｂｏｏｎｓｔｒａ，Ｂｒｅ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ｏｏｒｎ，

２００６）。西方主流学界已经意识到大数据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工具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ｓ　ａ　Ｂｉｇ　Ｄｅａｌ），能提升众多学科的研究模式与深度（Ｓｈａｗ，

２０１４）。量化数据库构建和定量分析使得部分历史研究从“解读分析特

定历史文献和档案的历史研究经典模式向收集、整理和统计分析系统

成规模的历史记录数据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式转变”（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７），
通过全面的大数据分析寻找出相关现象或规律。同时，更多的大规模

历史数据，以及更多历史学家在定量方面学术意识的提高，对社会科学

更深入地研究各种社会、经济、人口方面的长期演变大有裨益。大规模

微观数据库一般包含了某一范围内大部分或所有分析个体的状况，而

且不同于抽样数据，可以允许通过个体层面数据对当时的宏观层面社

会环境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复原。现有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兼顾个体分

布的影响与权重，还可以估计个体、组织和整体等不同社会层面特点的

影响和互动，从而在帮助历史学者避免选择材料时的疏漏与偏废的同

时，还可以帮助社会科学学者拓宽研究领域和视角，更加全面地理解许

多经典议题和当代问题。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构建历史数据库并

开展量化研究绝非易事。一方面，构建量化数据库通常包括数据采集、
数据分类、数据编码、数据存储、数据信息挖掘和定量分析等多个环节，
数据库建成后还可能需要数据管理和维护等多种工作。相对于这种以

数据为中心的“科学化”、“电子化”的研究方式，“传统史学研究多少显

得有些手工艺式的陈旧”（Ｂｅｓｔ，１９９１），这使得当下很多史学研究者很

难掌握这一研究方法。因此，尽管很多历史学学者也承认量化分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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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描写大人口群的历史提供了巨大机会”，但他们对待量化研究的

态度却非常消极（Ｈｕｄｓｏｎ，２０００）。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历史

数据库构建和定量分析显然有其适用范围。李伯重（２０１３）认为，在历

史研究中需要量化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不可夸大量化史学的适用范围。
但他也指出，确实有一些历史研究问题可以，并且需要（甚至必须）量化

研究。因此，离开了具体的研究对象去抽象地谈论量化方法是否适用

于史学研究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想进一步指出，除了研究问题的需要外，历史资料本身的条件

对应否以及如 何 数 据 库 化 和 量 化 更 为 重 要。只 有 根 据 历 史 资 料 的 特

点，依照“史无定法”原则“量体裁衣”，才能完成历史资料的量化分析。
而对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尽管部分已经较好地掌握了数据构建、管理和

分析的技术，并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有良好的研究直觉，但对历史资

料最根本的认识（以决定如何构建变量编码、理解选择及测量偏误和设

计分析架构），以及对相应历史社会环境的整体把握，往往是令其望而

却步的主要困难和挑战。鉴于我们研究组的自身经验，组成由不同学

科背景的研究成员密切互动的专项研究团队，实现跨学科合作，是一条

切实可行和较有成效的道路。
具体到“无声的革命”研究来说，探索和尝试仍然还在进行中。更

深入地探讨中国精英教育获得者的社会来源与结构转变这样的重大问

题，两个个案和５０年的期限还是显得单薄了点。由于每所大学都有自

己的特性，个案少使得对一些具体统计现象的认识产生困难，即使可以

反映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但必然会影响对细节的理解认识。民国时期

大学的生源状况和最近十几年中国大学生的社会来源的不同对于理解

生源转变以及制度设计意义重大。因此，目前我们一方面在努力寻求

和其他高校的合作，特别注重选取多样化的类型和不同分布地区的高

校，建设更多的学籍卡数据库。另一方面，我们正试图利用各地官方档

案馆系统所保存的基本都开放的民国学籍材料，努力构建全国性的民

国时期大学生学籍卡数据库，从而从资料的广度上推动研究发展。
在新事物面前，人们可能会兴奋并产生憧憬，也可能会惶恐并形成

排斥，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每一种新方法的应用，又都需要一定时间

扎实的工作与反复的论证。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包打天下，但每一次方

法的革新都可能推动我们的研究和认识。对于历史资料的数据库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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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我们应该持开放心态，积极探索，推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

研究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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